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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及其替代方案
*

杨天宇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虽然大幅提升了

社会生产力，但也导致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种压力并不是来

源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内生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引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

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

主义智能化仍然无法克服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内在矛盾，产生了诸多分配悖论，

结果不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且使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传统政策难以奏效。相

反，作为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智能化，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不仅为构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型分配关系开辟了道路，也为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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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深度学习、跨界融合和自主操控为特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
球范围内引发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了生产效
率，创造了新财富;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会加剧收入分化。这种收入分化表现在
多个方面。人工智能会导致机器替代人力，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压低劳动力工
资，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可以称为人工智能的 “资本偏向”①。与低技能劳
动力相比，高技能劳动力可以更快地学习与利用人工智能，进而更快地提高其生产

率，这样，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加剧收入不平

等，这可以称为人工智能的 “技能偏向”②。人工智能倾向于在低技术部门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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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减少工作岗位，在高技术部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这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这

可以称为人工智能的 “任务偏向”①。通过上述渠道，人工智能技术将导致高度不
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 “资本偏向”“技能偏

向”和 “任务偏向”等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人工智能技术并不必然导致
这些现象。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一样，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不
能带来 “资本偏向”“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相反，生产资料首先需要依托
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才能对分配关系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机器不
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
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② “以应用机
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③ 这就是说，“利用机器
的方式”，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式，才能真正使人工智能成
为经济范畴，并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而 “利用机器的方式”在不同的生产关系
中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否真的会通过 “资本偏向”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加剧收入不平等，要看它是在何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中，以什么方式被
利用的。
西方经济学界已有学者研究了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应，但他们都是将人工智

能技术本身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解释变量，忽略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社

会生产关系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
独特视角。分配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人工智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能脱
离特定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结构。也就是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④。如果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是社会生产关系，
那么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就是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它对收入分配

的影响也将与传统的机器不同。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下
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由此也将对分配

关系 ( 即收入分配) 产生不同的影响。现有研究对这一点的认识存在不足。为了
深化对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模式的认知，需要在辨析各种新经济范畴的基础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回答涉及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如何决定新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

系，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等。本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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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仍然符合大机器工业时

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也蕴含着特定形式的内在矛盾; 而作为替代方案的社

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则为构建智能时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分配关系提供了可

能性。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首先会影响生产方式，进而对生产

关系和分配关系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
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①。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人工智能对当今世界生产方
式的典型形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

1．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演进，并不是跟随技术进步而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

资本逻辑与技术条件互动作用的产物。从工场手工业对手工劳动的空间集中，到福
特主义大规模流水线的机械化劳动组织，再到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柔性生产体系，

每一次 “劳动过程重构”都体现了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而对劳动控制手段
的更新。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新一轮劳动过程重构，其基本特征不是简单的
“自动化”，而是 “智能化”，即以类脑算法、深度学习、大模型系统等为核心，构
建可学习、可适应、可决策的智能劳动资料，全面嵌入生产流程、组织流程与管理
流程。与 20世纪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不同，人工智能的嵌入并不是简单地替代劳动
力，而是对劳动过程的 “认知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劳动不再是人脑控制工具
完成任务，而是人与智能系统协作完成任务。在某些场景中，智能系统甚至成为劳
动的组织者 ( 如智能排产、自动质检等) ，工人则降为执行者、配合者或 “算法的
维护者”。

人工智能对劳动过程的全面嵌入，使得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或资本对劳动

的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有的学者认为，在人机协作中，劳动者负责设定目
标、提供资源和核验结果，而人工智能则对目标任务进行任务拆分、工具选择、进
度控制，并在实现目标后自主结束工作②。实际上能够 “设定目标、提供资源”的
劳动者只是在劳动者中占比很小的高技能工程师，绝非普通工人。对于大多数劳动
者来说，与智能时代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他们不仅没有 “设定目标、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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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主性，相反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智能机器的控制。这种控制体现在劳动过程
的信息化、柔性化和碎片化等多个方面。从信息化来看，智能时代的劳动过程高度
依赖信息采集、数据训练、模型迭代和智能反馈形成的完整闭环，这使得工人不再
控制工作任务。相反，工作任务被智能平台 “推送”至特定工人，由其响应完成。
从柔性化来看，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订单变化、市场反馈、供应链扰动等外部变
量，动态调整生产节奏、作业顺序甚至劳动组织结构。这种高度灵活性确实提高了
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过程的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劳动过程越来越受
制于 “数据变化”而非劳动者意志。从碎片化来看，智能劳动平台将完整的劳动
任务分解为多个模块，分发给不同工人去执行。每个劳动者只完成局部的、标准化
的劳动单元，缺乏对整体产品流程的认知和控制，导致劳动主体性和劳动意义感被

进一步削弱。
当然，这种信息化、柔性化、碎片化的趋势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已经存在了，但

智能机器的出现，使得这些趋势与后福特主义时代有本质的区别。后福特主义的劳
动过程需要 “多技能的劳动者”和 “将研发、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代表组成工作团
队”来管理生产流程①。通俗地说，就是需要由经验丰富的 “多技能劳动者”在调
度室指挥，但在智能时代，这个角色被智能机器代替了。换句话说，由算法驱动的
智能生产系统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可以通过实时分析数据实现动态决策，从而可以

凭借更高的效率代替 “多技能劳动者”，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活劳动的支配和
控制。

2． 人工智能时代 “资本偏向”的形成机制
西方学者提出的 “资本偏向”概念，可以理解为企业在资本投入增加时，倾

向于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或由机器替代人力，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下，“资本偏向”其实就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
间之比的下降，或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人工智能确实会导致 “资本偏向”，即剩余
价值率的提高，但这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内生于人工智能时代的资

本主义劳动过程。
人工智能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作用，首先体现为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相对剩余

价值的增长。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优化工艺流程、动态排产、机器自学习等手段，显
著提升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水平，这可以为采用该技术的厂商带来超额剩余价值。为
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所有厂商都会有动力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结果就降低了生活

资料的价值，或劳动力的价值，这样就可以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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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比较直观的作用之外，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调整劳动时间而实现绝对

剩余价值的增加。马克思认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延长工作日、缩短休息
时间。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时间的调整采取了更隐蔽、更精准的方式。具体来
看，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算法控制、行为预测和劳动强度自动调整，实现对工人
劳动时间的精确调度。例如，在智能制造工厂中，操作员的动作由智能腕表上的传
感器记录并实时评估其工作效率，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员工的工作负荷和

工作时间。这样一来，资本不再需要通过人为控制的打卡制度来延长劳动时间，而
是通过 “系统提醒”“异常行为警告”等似乎非人为控制的方式，将员工那些受精
力、情绪、生活习惯或身体状况影响的、效率起伏不定的工作时间，整合为持续的
高效率工作时间①。这是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在传统的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中，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
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②。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
应用则可以把工人的全部工作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高效率劳动

时间。这是一种新型的 “时间剥削”，同样起到了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作用。
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也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应用，不仅

替代了体力劳动，还开始系统性地侵蚀智力劳动与认知劳动领域。生成式人工智
能、智能算法、类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型劳动、服务型劳动甚至创造性
劳动，都逐步被机器和算法所替代。这种替代减少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人工智能
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则未必能填补这个缺口。美国学者里夫金发现 “这些新的专业
人员———所谓符号分析人员和知识工作者———来自科学、工程、管理、咨询、教
育、营销、传媒和娱乐各界。虽然他们的成员会继续增加，但其数量和被新一代
‘思维机器’所取代的工人数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③。与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
技术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具有替代人类劳动的特点。虽然目前还没有明显的
证据可以证明人工智能确实已经在总体上大幅度减少了工作机会，但它将会对劳动

力市场产生冲击则是毫无疑问的④。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为争取工作机会而
加剧了竞争，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者被迫接受更长的工作日和更高的

劳动强度，二是压制了劳动力价值。显然，这两个后果都具有提升剩余价值率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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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时代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结构

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必然会影响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它决定着

分配方式，也决定着人与人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人工智能依
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将会对劳资关系和阶级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并进而决

定分配关系。
1．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资关系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成为商品，雇佣关系成为榨取剩余价值

的制度性基础。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基本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人工智能
技术却极大地改变了劳资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首先，雇佣关系呈现出 “去实体化”趋势。与传统的以工厂为核心的 “具身

化”劳动不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劳动过程日益从物理空间中剥离出来。依托于
云计算、远程协作、自动决策系统，资本不再需要劳动力集中于某一地点，而是通
过智能平台对分散个体进行即时指挥与远程管理。这种活劳动 “离场化”的局面，
本质上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同时也剥夺了劳动者面对面协商、联合抗争
的社会空间。其次，雇佣关系呈现出 “碎片化”态势。人工智能通过任务模块化、
智能排班、个体绩效实时评估等技术手段，将完整的劳动过程拆解为 “微劳动”
“瞬时劳动”“按需劳动”，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柔性调用能力。这种劳动
过程不仅降低了劳动者的自主性，还形成了事实上的 “非雇佣化”劳动，即劳动
本身还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也存在，但持续的雇佣关系似乎消失了。这样一
来，传统的劳动法保护、集体谈判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就难以适用了。从历史
维度看，这一趋势不是对雇佣制度的消解，而是雇佣制度的高级形态，即资本通过

技术控制取代了人身控制，劳资关系的外壳碎片化，但剥削关系的实质却愈发隐蔽

而牢固。
在人工智能主导下，劳资关系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劳资之间议价能力的新型不对

称关系。资本方借助智能技术优势强化了对劳动方的控制能力，而劳动者则因人工
智能时代的组织困境和信息困境丧失了有效博弈能力。一方面，资本方议价能力空
前增强。人工智能平台能够实时获取劳动者表现、预测行为、优化劳动分配，这使
资本具备了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 “管理权力”。另一方面，劳动者议价能力持续弱
化。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活劳动 “离场化”和雇佣关系 “碎片化”，使劳动者难以
组织集体行动。传统劳资关系中的工会、集体谈判、法律维权等机制，在智能劳动
体系下失效或边缘化。结果，个体劳动者只能接受智能算法的安排，其市场价值被
智能算法即时评估、即时定价。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劳动者职业发展、技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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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工作资历的作用都被严重削弱。这一切都意味着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比传统工业
时代大幅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不对称关系并非仅源于技术差距，更源于所有制结构

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方垄
断、封闭、私有化，使其成为权力的延伸，而非公共财富。这一结构性问题决定了
即使劳动者掌握部分技能，也难以逆转议价失衡的格局。

2． “技能偏向”“任务偏向”与阶级结构新变迁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劳资关系，还重塑了社会阶级结构，其核心表现为 “技

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在人工智能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分化为两个极端，一端
是从事非常规复杂劳动 ( 如技术开发、算法优化等) 的高技能劳动者，另一端是
从事非常规简单劳动 ( 如数据标注、物流配送等) 的低技能劳动者。中等技能劳
动者因从事的是程序化的常规性工作而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就业比例持续减

少①。这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时代的 “技能偏向”。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其相关
行业创造出了大量的新工作岗位，主要集中于算法、机器学习、智能芯片、机器人
等领域，如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等②。但与此同时，相当一
部分传统部门的就业岗位有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③。这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时代
的 “任务偏向”。
在 “技能偏向”与 “任务偏向”的交互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种新

型劳动阶级，即新兴劳动贵族与数字无产阶级。所谓新兴劳动贵族，是指那些掌握
关键人工智能技术、数据资源、创新能力，能够参与智能生产过程设计与控制的高
技能劳动者。这一群体虽然依然受资本控制，但因其对资本增殖的 “不可替代性”
而获得较高薪酬、福利和社会地位。资本甚至通过股权激励、平台合伙人制度等方
式，将这一群体部分吸纳为技术资产阶级的盟友。而数字无产阶级则包括两类人
群: 一是被人工智能直接替代或边缘化的传统产业劳动者，如低技能制造业、基础
服务业、传统文职工作者等; 二是被算法控制、收入波动性极大、缺乏社会保障和
集体行动能力的 “数字劳工”，包括灵活就业者、网络众包工人、短期项目工等。
数字无产阶级既缺乏物质财富，也缺乏劳动力价值的议价能力。这种新的阶级结构
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会扩大，而且

劳动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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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资本都具有全球化和垄断性的

特征，这些特征将会加剧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并进一步导致劳动阶级内
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数字资本可以借助数字平台推动雇佣关系
向全球扩展，通过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烦琐任务以极低成本外包至发展中国家，
催生出庞大的海外廉价数字劳动力商品。这些被称为 “AI血汗工厂”的工作场所，

支付着低至 4小时 30美分的微薄报酬①。此举不仅使数字资本得以攫取超额利润，
更在发达国家内部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关系。资本通过这种空间布局，将
阶级矛盾的一部分转移到国际层面，但同时也因为岗位外流而降低了发达国家低技

能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其收入降低甚至失业，无形中加剧了 “技能偏向”，扩大
了劳动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凭借其技术垄断与平台优势，打
破了传统的利润平均化过程。传统部门的产业资本通常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②，而
数字资本通过控制平台、算法和数据，可以实现远超传统部门产业资本的高利润
率③。这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 一类是遵循传统分配
逻辑的产业资本，另一类是享有垄断溢价的数字资本。这种分化压制了传统行业劳
动者的工资上涨空间，同时又提高了数字资本收买高技能劳动者的能力。这就加剧
了 “任务偏向”，使得从事传统行业的劳动者面临收入停滞甚至下滑的压力，而少
数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行业高技能劳动者却可以获得较高薪酬，最终结果是扩

大了劳动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
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通过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 “技能偏向”和 “任

务偏向”的设想，在现实中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例如，有学者认为 “技能偏
向”可以由劳动力供给来调节。也就是说，尽管人工智能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
的需求，但是如果教育系统能以更快的速度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那么高技能劳

动力就会因供求矛盾缓解而工资增长速度放缓，这样就降低了技能溢价，从而解决

了 “技能偏向”④。这种设想的问题在于，假如真的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了 “技能偏
向”，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是加剧了 “资本偏向”。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劳动力的工资
都会被压制在较低水平，都不能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增长红利，这相当于降低了必

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比，提高了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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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设想是人工智能可以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某些无法被
计算机程序处理的 “非常规任务”，如情感交互、团队合作等需要 “软技能”的工
作任务，就可以为低技能劳动力带来工作机会。在现实中，这类行业吸纳了大量劳
动力就业，如 “全媒体运营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①。该职业的就业方向包括直
播、短视频创作、新媒体运营等领域。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被人工智能
催生的网络主播、视频博主、手游职业玩家等从业者，但这类职业与一切小生产者
一样，都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实际上并不能扭转 “任务偏向”带来的收入差距
扩大。

三、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

马克思在分析大机器工业时曾经指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
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②。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资
本主义应用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增加了社会财富，
但在内生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 “资本偏向”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的作
用下，劳动者不但不能分享新增的社会财富，而且不得不接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

结果，其中的大部分人还要沦为缺乏议价能力的数字无产阶级。不出所料，人工智
能在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剧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③。不仅如此，人工
智能技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构，使得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保障劳动者权

益的制度和政策也出现了失灵的迹象。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初衷是要让劳动者在一定
程度上分享经济增长，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这些制度和政策与其初衷

相违背，产生了诸多悖论。
1． 社会保障悖论: 灵活就业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矛盾
社会保障的初衷是解除劳动者对未来的忧虑和恐惧，这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

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信息化、柔性化和碎片化趋势，使原有的
社会保障体系出现了失效和瓦解的现象。
人工智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劳动关系的稳定性被削弱。稳定

的劳动关系是工人争取权益、组织集体行动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传统意义上的
稳定劳动合同、工会组织、集体谈判等机制才能有效运转。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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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柔性化和碎片化的劳动过程，使得劳动本身被解构为 “微任务—即时反馈”

的形式。在此情况下，资本并不需要持续性地雇佣劳动者，结果产生了大量的灵活
就业者。智能时代的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后果是灵活就业者越来越多，劳动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劳动者组织越来越碎片化，

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也因此失去了依托。已有证据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
组织已经受到了灵活就业大幅增加的强烈冲击，有难以为继的风险①。失去了工会
组织和集体谈判的庇护，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缺乏制度和组织保障，能够获得的

社会保障水平也因此而较低②。不仅如此，灵活就业者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

他们的雇主缴费部分应该由谁承担却并不明确，而让他们同时承担雇主和雇员的缴

费，则因为他们普遍收入较低而不现实，这就使他们难以融入现有的社会保障

体系。

人工智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还体现在资本方的风险转移行为。资本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采用了灵活用工、任务派单、远程协作等雇佣方式，实现了对生产
风险、经营风险的有效外包，有效规避了传统的雇主责任，却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
性转嫁给劳动者个体。而劳动者则被迫承受收入不稳定、劳动强度失控、健康风
险、技术更迭带来的持续性冲击。这使得劳动者比传统工业时代更加需要社会保
障，然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使他们难以享受与正式就业相配套的劳动保障，只能

被迫接受资本的剥削③。

更具深层意义的问题是，这种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不仅导致个体劳动者生活

困顿、社会安全感丧失，还严重侵蚀了社会再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需
要物质资料再生产，还需要劳动力再生产。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缺乏
社会保障的灵活就业群体，因为普遍对职业前景的担忧而推迟组建家庭，许多人甚

至彻底放弃生育; 而那些看似稳定的非灵活就业群体，也因担心丧失既得地位而将

大量精力耗费在职业维护上，进而推迟婚育计划，结果是全社会的生育率下降④。

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时代生活保障体系的瓦解，实际上破坏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

条件。不仅如此，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来改善这种状况。此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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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需要资本方重新承担雇主的社会保障责任，也就是通过社保缴费的形式增加可变

资本支出，而这与资本积累的逻辑相矛盾。因此，资本方的 “理性”行为将是
“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
偿的”①。

2． 工作日悖论: 就业机会与剩余价值率的矛盾
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会减少就业机会，因此他们提出

一个曾经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那就是缩短工作日。历次工业革命都大幅度减少了
就业机会，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仅仅是新技术创造了新就业机会，缩短工作日也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19 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显
著提高，工作时间也从每周 80 小时缩减为 60 小时; 20 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同
样使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工作时间也从每周 60小时进一步减少到 40 小时②。这
一策略的作用不可小觑。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如果能把劳动时间从每周 40 小
时减少到 30小时，甚至 20小时，那么就相当于原有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一倍，这显
然会大大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冲击。
这个设想本身是很好的，而且也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它

可能难以奏效。缩短工作日的主要问题，是其与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目标相
矛盾。很显然，缩短工作日不能以同比例降低工资为代价，否则该政策将不会在任
何程度上缓解 “资本偏向”，也将失去实际意义。因此，现实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缩短工作日计划，都是较大幅度的劳动时间缩减伴随着较小幅度的工资下降。例
如，法国的一项计划提出要把每周工作时长从 39小时减少到 33小时，同时工资减
少 5%，这可以增加 10%的就业，创造 200 万个新就业机会③。但是，这相当于在
必要劳动时间仅有小幅下降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剩余劳动时间，结果剩余价值率会

大幅下降。这与资本的利益相矛盾。迄今为止，该计划也没有落地实施。
这个设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的普及有可能不但不会缩短工作日，反

而会延长工作日。企业在引入人工智能之后，可以大量解雇工人，创造一个由失业
者组成的产业后备军。因为会受到产业后备军的竞争压力，那些仍在岗位上的人被
迫工作更长时间。企业倾向于用少量劳动力干更长时间的活，而不是用较多劳动力
干少量的活，这是一个 “理性”的行为。企业可以借此节省一些额外的福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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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同时对超额工作时间只付一半薪水①。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历史上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伴随着工作日缩短，并不是因为

资本家的良心发现。相反，这是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结果。然而，人工智能时代信
息化、柔性化、碎片化的劳动过程，已经使大量的劳动者变为灵活就业者，工会力
量将因此而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受到的压力反而减轻了，那么他们缩短工作
日的动机将会减弱而不是增强。所以，这个历史上曾经奏效的策略，在人工智能时
代将会遭遇更多的矛盾，实施的难度反而增加了。

3． 基本收入悖论: 基本收入与剩余价值率的矛盾
基本收入也是西方学者寄予厚望的应对人工智能的策略。所谓基本收入，是指

一种由政府定期向全体公民或居民发放的现金补助，旨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其核

心特点是国家对全体公民提供无条件和无差别的转移支付②。从逻辑上说，基本收
入不仅可以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者提供基本的兜底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而且可以激励他们投身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带动社会的活跃和创新。
这个设想也是很美好的，而且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范围地实施。但它存

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基本收入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小范围地试点发放基
本收入，那么即使不改变政府现行的税收结构和社保缴费金额，仅仅依靠政府公共

支出也可以应付得了。问题在于，如果人工智能造成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实施基本
收入的数量和范围就会大大扩张，此时政府就不得不提高税率。这会产生两个问
题。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应用的，基本收入也必然在这
些国家开始实施，发展中国家将暂时不会实施基本收入政策。这样一来，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为筹集基本收入而提高税率，就必然影响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与该

国资本追求更高剩余价值率的目标相矛盾。第二，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剩余价值
率，企业为了实现其更高剩余价值率的目标，必然会因此更多地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结果产生更多的需要基本收入补贴的失业者，这又会迫使政府进一步提高税

率，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基本收入是否会激励失业者 “投身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也令人怀

疑。与那种有固定领取年限的失业金不同，基本收入并不会因为领取者找到了工作
而取消，实际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样的发放形式实际上更容易 “养懒汉”而
不是激励创造性工作。美国学者里夫金建议可以将基本收入与社区工作挂钩，也就
是说，失业者需要在社区之类的非营利部门提供一定时间的劳动，然后才有资格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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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基本收入①。这种做法若真的实施，也许失业者将不再懒惰，但同时也变成了为
生活所迫而参加社区工作，这其实与传统的公共工程项目没有本质区别，也与

“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没有关系。

四、社会主义智能化的制度优势

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内生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派生的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唯一结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根源不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而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私有化、异化为剩余价值攫取工具。解决资本主义智能
化的分配悖论，根本途径在于突破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寻找其合理的替代方案。因
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智能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1． 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兼容性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不会有什么区别，但它对收入分配的影

响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却会大相径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先进
生产力，其发展被资本逻辑囿于利润驱动和技术异化之中，从而无法释放其应有的

社会价值。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公有制和以人为本的分配机制，具备将人工智能嵌
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从而构建 “技术共同体”与 “价值共享”新模式
的能力。

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信息化、柔性化和碎片化特征，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也
会出现同样的 “资本偏向”“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资本主义智能化之所以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而与资本主义劳动

过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使得解决上述各种 “偏向”问题的方案，都
与资本家追求更高剩余价值率的目标相矛盾，所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在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显

著的制度优势。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拥有数量庞大的国有资产，这
使得该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等
所说的那样，中国国民财富中的公有份额较高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也解释

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增长程度比美国 ( 公有财富份额为负) 低的原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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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国有资产为全体人民分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
基本收入、全民智能培训还是城乡普及的数字基础设施，都可以得到国有经济的支
持。这样一来，那些困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资本偏向”“技能偏向”和 “任务
偏向”等问题，就有了迎刃而解的途径。以 “资本偏向”为例，社会主义智能化
同样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劳动时间和替代人类劳动，国有经济也会因此获得更
多的利润，但由于国有经济的所有权是归全体人民所有的，因此国有经济利润可以

顺理成章地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设定，转化为可由全民共享的基本收入。在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中难以真正实施的基本收入政策，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无实施的制度

障碍。这样，国有经济就可以通过利润的再分配，弥补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
收入份额损失，而且这种弥补是由全民共享，而不是仅由国有企业员工共享，这就

为解决 “资本偏向”开辟了道路。再以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为例，社会
主义智能化也会造成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新兴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差距，但国家
完全可以通过基本收入的发放，为被人工智能代替的低技能劳动者和传统部门员工

提供合理的收入，从而大大缓解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问题。从这个意义
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相当强的兼容性。

2． 共同富裕: 破解资本主义智能化分配悖论的钥匙
西方学者提出的基本收入概念，其含义更接近于 “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并不

包含共同富裕的理念。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实施真正的基本收入政策，但这里的基
本收入，并不仅限于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
裕，因此，在社会主义智能化过程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案，也应以共同富裕为

目标。资本主义的智能化不仅造成了 “资本偏向” “技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
而且由于社会保障悖论、工作日悖论和基本收入悖论的存在，使其难以解决各种
“偏向”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恶化。相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智能化，不
仅在基本收入问题上保证了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而且有助于全面破解资

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
在中国，社会主义智能化的优越性在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

系的战略性介入，能够为破解资本主义智能化的分配悖论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党的领导确保了宏观战略定力，使得技术演进路径能够始终锚定共同富裕目标，而

非单纯服务于资本逻辑或技术寡头的局部利益。党的领导通过顶层设计将公平正义
原则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全过程，并通过国家治理体系有效引导智能经济的发

展方向，使之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这种以制度理性驾驭技术理性的治理模
式，不仅克服了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而且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为构建

更加公正的分配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智能化首先要破解的是社会保障悖论。灵活就业者的增加是人工智能

技术普及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一定会崩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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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有多种解决办法。其中最基本的解决办
法，仍然来自国有经济的支持。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因此所有劳动者都
可以通过享受国有资本的 “资本收益”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增长。这样一
来，国家提供的基本收入就不仅仅是 “直接发钱”这么简单，而且还可以用于补
充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缴费。目前，中国政府不仅出台了用国有资本收益补充社
会保障基金的政策，而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已有近 50%调入了一般公共预
算，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①。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灵活就业者，作为全体人民
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可以享受这一政策红利。而且，如果该政策能够适当地加以
扩展，将提高灵活就业者参保比例和缴费基数、补足灵活就业者社保断缴金额等也
纳入政策目标，那么就提供了解决社会保障悖论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稳定的劳动合同、工会组织、工资集体协商等机制，并不会因为人工智
能技术的普及而弱化或消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国有企业，而且民营企
业也要建立工会组织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即使是那些大量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

兴行业也不例外。例如，全国总工会已经推动 12家头部数字平台企业建立与工会、

劳动者代表的工资协商机制，覆盖 1780 万名劳动者②。在上述约束下，即使资本
方主观上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风险转移给劳动者，在客观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的途径。

社会主义智能化也有能力破解工作日悖论。这个悖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缩短
工作日与资本追求更高剩余价值率的目标相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也
有追求利润率的要求，但这不至于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使缩短工作日成为悖

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如果有必要以缩
短工作日来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失业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完全有能力使

各类所有制的全部企业实现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厂商
“理性”地延长工作日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行不通的。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收入悖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破解的能力。这个悖
论的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太小，同时又有巨额财政赤字和国

债，因此基本收入的来源只能是大幅提高税率，而这肯定会与资本追求更高剩余价

值率的目标相矛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基本收入可以来源
于强大的国有经济，只需有限度地提高税率即可解决基本收入的筹资问题。这样，

筹集基本收入主要影响再分配阶段的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初次分配阶段各所有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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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基本收入而增税的负担将大大减轻，这就破解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收入与剩

余价值率的矛盾。基本收入在社会主义智能化过程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在资本主
义国家，即使对全体公民都发放了基本收入，也只能起到兜底保障的作用，不足以

令全体公民仅依靠基本收入而富裕起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可以在分享
人工智能时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将其资本收益以基本收入的方式分配给全体公

民，直至实现共同富裕①。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收入的实质
是 “社会福利”，这就使得普通公民只能借此获得温饱，而无法充分分享人工智能
时代的经济增长; 而社会主义国家中基本收入的实质是 “资本收益”，普通公民可
以借此充分分享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增长。显然，这个区别的根源是制度的区别，
或者可以称为生产关系的区别。

3．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智能化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

的。”② 实际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也
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就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 “一个
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③。要实现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然要求人在摆脱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束缚后，充分发展体

力、智力、才能和个性。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学者就已经指出，在人工智能
带来的高度自动化的条件下，那些 “物质生产过程”都被智能机器代替了，人就
可以摆脱机器的束缚，最终实现消灭分工④。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消灭分
工恰恰意味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例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就指出，只
有消灭了 “旧的分工”，才能 “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
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⑤。可见，人
工智能在逻辑上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不过，我们必须在这个结论
的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即只有社会主义智能化才能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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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负担。该政策的实施需要循序渐进，但不是完全不具有可行性。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 20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683页。
参见林岗: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对一种生产关系和经济过程的分析》，北

京: 求实出版社，1987年，第 7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11页。



资本主义智能化则没有这个作用。
资本主义智能化的主要问题是，表面上它似乎可以把工人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但在那之后，被解放的工人虽然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很可能不会利用

这些时间去充分发展体力、智力、才能和个性，即投身到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当中，

而是变得无所事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智能化难以解决异化劳动问题。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性。

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即 “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

治”，“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
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
就越少”①。这种明显不公正的分配降低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使工人同自己的劳
动过程异化，即 “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②。这一切都是因为工人 “把这种活动看做替
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③，即人与人之
间的异化，这里的 “他人”指的就是资本家。

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没有改变，上述三个层面的异化劳动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

也不会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被 “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的工人具有充分
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才能和个性，去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愿望，但他的学习、培
训、创业、管理、销售等必需的活动都必须到资本市场上寻求风险投资的支持，他
的创造性成果大部分需要让渡给资本所有者。这就意味着他的活动仍然是 “受他人
支配的”; 他的“创造性工作”仍然会使资本的力量更加强大，同时归他所有的东西
却很少。所以，他仍然会把“创造性工作”视为“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仍然
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智能化更有
可能使那些拿到基本收入的失业者成为无所事事的人，而不是从事 “更有创造性的
工作”的人。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少数人会享受智能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大
多数人只能获得社会福利性质的基本收入，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难以解决。
社会主义的智能化与此完全不同。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中强大的国

有经济有能力解决劳动异化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依托国有资本，设立一
种专门的基金，用于资助本国公民的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所获收益一部分作为国有

资本收益，并最终转化为全民基本收入; 另一部分以公民技术入股的方式，作为资

本收益归公民本人所有。这样，任何普通公民在闲暇时间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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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获得国有资本收益和私人资本收益的回报。从公民作为劳动者的角度来
看，他的劳动产品此时已成为 “属人的存在”，而非异己的力量，这就从根本上消
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实现了劳动与产品的和解。当然，
社会主义智能化在解决劳动产品异化问题上，可能不止上述一种途径。但上述途径
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这一问题的解
决，必将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在从机器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不仅

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也有足够的动力去充分发展体力、智力、才能和个性，实现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那些获得基本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劳动者都有动力去这样做，
那么不仅全社会将实现财富涌流，而且他们本人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他们与那些

掌握关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将会大大缩小。此时将不会
有新兴劳动贵族和数字无产阶级的差别，而只会有是否直接参与人工智能生产过程

的职业差别。这意味着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于人工智能
的普及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也因此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可以视
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终极目标，虽然它不会很快到来，但社会主义智能化可以为实现

这一目标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桥梁。

结 语

21世纪初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在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内
生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引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
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收入分配压力，但他们仅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忽略了

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作用，这就使他们难以回答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
人工智能对劳资关系的冲击、对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塑，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社会的
收入分配状况; 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和政策，是否能解决人

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问题; 基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否可以提供解

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更佳选择; 等等。本文从马克思的总体性逻辑和剩余价值理论出
发，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规律。分析表明，
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归咎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与生产关系的

性质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智能化引发了 “资本偏向”“技
能偏向”和 “任务偏向”等问题，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那些可以保
障劳动者权益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一系列矛盾，已经难以奏效。相反，
作为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智能化，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解

决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换言之，人工智能并不会必然恶化收入分配，先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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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

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① 人
工智能技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的问题。要彻底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狭隘地拘泥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追求，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不在
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在于能否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对社会公平和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促进。具体而言: 一是推进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型生产资料的社会
化，防止技术红利被资本集团垄断。二是建立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与收入再分
配体系，推进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以缓解结构性贫困与阶层固化。三是重塑发展目
标，从利润导向转向社会价值导向，使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而非沦为剥削工具。未来的社会，不应是由智能算法主宰的冷酷机器世界，而
应是一个技术赋能、制度护航、智能向善的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
社会主义智能化发展路径与共同富裕战略将为全球提供重要启发，也将为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技术正义和社会公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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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for the new era demonstrates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conformity to regularity and
purposiveness，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as well as internal
stability and dynamic adjustment．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phased requirements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we must be guid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for the new era，achieve systematic breakthroughs in aspects such as phased
tasks，coordinated development，new quality momentum，planning effectiveness，and
security barriers，and by forging new paths amid shifting circumstances，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Marx and Engels’s Thought on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of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and Its Implications

Zang Xiuling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is related to a political party’s stance， value
orientation，an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Marx and Engel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sights
revealing the truth and scientific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of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Specifically，they emphasized that the proletarian party must
adopt“a definite stance of party consciousness in political aspect”，must understand“the
line of march， the conditions， and the ultimate general results of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must“absolutely insist on party discipline”，and must uphold the values of
“making sacrifices for the sake of mankind”and“working for mankin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eatured by intertwined contradictions and overlapp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strengthening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has becom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all Party members． This demands that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empering their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They must temper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preserve their character b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cultivation; unite their
minds，forge their souls and consolidate their foundations by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cultivation; achieve unity in will and action by strengthening disciplinary cultivation; forge
their character and demonstrate loyalty and responsibility by strengthening moral
cultivation．

Distribution Paradox of Capitalis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 Solutions

Yang Tianyu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capitalist labor process，
although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social productivity， has also led to a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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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fic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within capitalism． This pressure does not
stem from the AI technology itself，but rather is inherent in the changes in production
modes and rela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shifts in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ctures． In the era of AI，capitalist
intellectualization remains in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revealed by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giving rise to numerous distribution paradoxes． Consequently，it
not only exacerbates the income inequality but also renders traditional policies aimed at
safeguarding workers ’ rights largely ineffective． On the contrary， socialist
intellectualization，a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grounded in the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of socialist society， not only paves the way for establishing a new
distribution system aimed a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but also provides workabl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free and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in the Digital Age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Qiu Weidong

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hat serve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the
export of ideology has taken the form of domain generalization，technological support，
more widespread audience，and multi－dimensional collusion in the digital age． Looking a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discourse power，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in the digital age mainly builds a discourse system，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identity system that are suitable for its own demand for hegemon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packaging of social culture，the capitalized monopoly of communication carriers，and the
concealed shaping of audience identification． These three systems are complementary and
synergistic with each other，and together they form a discourse hegemony operating system
that serve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nature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in the digital
age，China must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the core suppor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e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cognition of
China at all levels and in all fields，and then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China fa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what is right cannot be spoken
out，what is said cannot get around，and what is spread cannot be well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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